
 

 

2 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2.2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2.2.1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

法制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古代是指公元前约 2600 年黄帝建立早期奴隶制国家时起，直到 1840 年清王朝走向灭亡时止这一

历史阶段而言。法制史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制是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建立而逐步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 

  （一）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制的起源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制究竟起源于何时，因史料甚少，无法准确认定。但是，从现有史料来看，可能

在帝舜时期已有某些刑事诉讼制度的存在。 

  据《舜典》记载，舜命皋作司法大臣，[1]并把关于五种肉刑的规定刻在器物上颁布天下。同时规定：

凡犯五刑之罪而有从宽情节者，可改判流放；凡官吏犯法不够判处五刑者，以鞭刑惩处之；凡一般人犯法

不够判处五刑者，以仗刑训戒之；允许出钱赎罪，折免刑罚；凡过失犯罪造成危害者，得从轻处罚，给以

宽宥，故意犯罪及怙恶不悛者，则从重处罚直至死刑；在执法中应当严肃慎重，体现爱护百姓的精神。[2]

这些规定表明舜时已有较完备的刑法体系。要使这一整套刑法制度得以贯彻，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刑事诉讼

程序是不能想象的。《舜典》记载舜时执法严明，并收到“四罪而天下咸服”[3]的良好社会效果，可见当时的

刑事诉讼程序制度也应是相对完备的。 

  史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4]，禹刑、汤刑的内容因史料缺乏，

无从查考。从《吕刑》记载看，周穆王时制定的新法不仅确立了明法慎刑和宽猛相济的刑法指导思想，还

确立了“祥刑”的诉讼指导思想，严格要求司法官员审理案件要依法定程序和抓住关键问题（“有伦有要”），

以保证审判结果达于“中”的要求。[5]《吕刑》对诉讼中的立案、讯问、调查和认定证据、判决，以及案卷

材料的呈报等都作了具体规定。特别强调司法官员对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必须通过察言观色的方式认真听

取和仔细分析（“两造具备，师听五辞”），注意陈述之间的矛盾（“察辞于差”），在必要时还要向群众作广

泛调查，对细微末节，也要一一核对清楚（“简孕有众，惟貌有稽”）。对未经查实之事，不得用作定案依据

（“无简不听”）。同时还强调办案要“惟察惟法”，即一要查清案情，二要依照法律。《吕刑》的这些规定，

在距今 3000 多年前的西周时代，应当说已经是相当完备的了。中国两汉以后历代法典对诉讼制度的规定多

引自《吕刑》，充分说明它在中国诉讼史上的地位。 

  根据《周礼》、《礼记》等史籍的记载，西周的司法组织已相当完备。西周称司法官为秋官。中央司法

机关设最高法官大司寇卿 1 人为秋官之正；设小司寇中大夫 2 人，为秋官之副。一般法官称士，士下面还

有府、史、胥、徒等僚属，相当于现在的秘书、书记员、法警之类。从审级制度看，一个案件要经三个审

级才能定案。据《周礼》记载，周初已把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作了分离。《周礼·大司寇》云：“以两造禁民

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这表明，在诉讼程序上

刑、民案件已有不同。民事案件要求双方当事人（“两造”）都要到庭，并要交纳一定数量的诉讼费用；刑

事案件要求原告人要交诉状（剂），被告人要交答辩状，同时也要交纳诉讼费用（钧金）。在交纳“钧金”以

后三日就要开庭。重大刑事案件，规定受理后五、六天至十来天开庭。[6]疑难案件，规定三年审结[7]。关

于证据制度，西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证据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以及伤害检查记录等。盟誓不再作为

诉讼证据，且神判已从诉讼制度的领域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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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廌  

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曲直断疑案，以角触理曲之人。古代法官以其形象象征执法公正。

古文的“法”字为“灋”，即含“廌”字。《说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会意。” 

注释：  

  [1]《舜典》：“帝曰：'皋陶，……汝作士'。” 

  [2]《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惟刑之恤哉。” 

  [3]指舜命司法大臣皋陶通过刑事审判处罚鲧、共工、欢兜和三苗之事。 

  [4]见《左传·昭公六年》。 

  [5]《尚书·吕刑》：“帮乃明于刑之中”。 

  [6]《尚书·康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 

  [7]《公羊·宣公六年》：“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郑玄注“疑狱三年而后断。” 

 

（二）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制在封建社会的演变 

  中国封建刑事诉讼法制是中国奴隶制刑事诉讼法制的自然发展和延续，无论从审判机关的组织、诉讼

原则、审判程序、证据制度等任何方面来看，都能清楚反映这种发展和变化的脉络。奴隶制时期诉讼文化

的深刻影响贯彻于整个封建诉讼制度的始末。 

    战国魏文侯时相国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其篇名为盗、贼、囚、捕、杂、具，其中捕法、

囚法是关于逮捕、囚禁罪犯的规定，属于刑事诉讼法制范畴。《法经》是当时最具典型意义的封建法典，为

后世各朝代封建立法奠定了基础。《秦律》即是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而制定的。 

  秦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其诉讼制度具有承先启后的特点。秦的审判机关分为中央、

郡、县三级，司法与行政不分。中央设廷尉主管狱讼，其职能是审理皇帝下令交办的案件（即诏狱），其属

下有正、监等协助办案。地方行政长官主管所辖郡、县的司法。《秦律》关于起诉的一些规定，表明当时的

刑事诉讼制度已经相当严密。如规定对控告犯罪属实的人给予奖赏；[1]对知情不告的给予处罚。[2]《秦律》

的捕、囚之法，也基本上沿袭《法经》。 

  汉《九章律》有关刑事诉讼的内容基本沿袭《秦律》。曹魏在秦汉审判程序中已有的告诉、查封、勘验、

审问、判决等具体规则的基础上，于《魏律》十八篇中置“告劾”、“系讯”、“断狱”、“囚律”、“捕律”诸篇专

门规定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较秦汉制度更为完善。《魏律》还根据《周礼》中“八辟”之说，在法典中第一

次规定了“八议”制度，使皇亲国戚、官僚、士大夫及其他为封建统治积极效劳的人在犯罪时享有宽免的特

权。《晋律》沿袭《魏律》。南北朝的《北魏律》、《北齐律》均以《晋律》为蓝本而略有增删。隋初的《开

皇律》在刑法方面删除了《北齐律》中一些酷刑，制定了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肉刑比过去减少，

并在《北齐律》重罪十条的基础上置“十恶”之条，规定对“十恶”之罪必须告发，“闻见不告者”，要“坐至死”。

刑事诉讼制度更见于“名例”、“斗讼”、“断狱”诸篇加以规定。唐初以《开皇律》为依据制订了《唐律》，唐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以《贞观律》为基础，修订颁布了《永徽律》，并由太尉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



 

 

逐条注解统一解释，于永徽四年颁布，与律文合在一起称《永徽律疏》（元以后称《唐律疏议》），这是我们

今天能见到的最早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首篇“名例”规定五刑、十恶、八议及其他刑法、诉讼法原

则，在捕亡、斗讼、断狱等篇中规定刑事诉讼制度，程序的周到全面可谓集前代之大成，标志着中国封建

诉讼制度已臻于成熟。这部法典对后世影响极大。《宋刑统》基本沿袭《唐律》。元初循用《金律》，而《金

律》也本《唐律》，后制《大元通制》，内容仍沿袭《唐律》，其中有“诉讼”篇集中规定审判程序。《明律》

是中国封建制后期的一部重要法典，也是参照《唐律》制定的。清初援用《明律》，后制《大清律》，明、

清律都在“刑律”篇内规定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下面分别从几个方面概述一下秦以后的封建刑事诉讼法制

的演进情况。 

 

 

宋刑统  

注释：  

  [1]《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记载如甲告乙杀伤人确实，应赏甲黄金贰两。 

  [2]《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记载：同伍保内知犯罪不告者，负刑事责任。 

 

 

（一） 审判组织 

      中央审判机关，汉与秦同，仍为廷尉。汉武帝始，在内廷增设尚书，其属官三公曹也“主断狱”事。三

国两晋南北朝中央审判机关一般仍为廷尉，但吴国为大理。北齐设大理寺，掌决正刑狱，设大理寺卿为主

官，少卿、丞各一为从官，下设正、监、平各 1 人，律博士 4 人，明法掾 24 人，司直明法各 10 人，中央

司法机构臻于完备。隋唐均仿效北齐设大理寺，其中央司法机构为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唐时大要案均

由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三司会审，为最高审判组织。宋朝除设大理寺、刑部外，一度于宫中设

审刑院，凡上奏案件，须先送达审刑院备案，再交付大理寺、刑部断复并呈送审刑院评议后由皇帝裁决。

元朝撤销了大理寺。设刑部御史台，另设管理贵族事务的宗正府为审判机构，主要审理蒙古人、色目人与

汉人相犯的案件。明朝设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中央司法机关，称“三法司”，但设刑部为主审机关，大

理寺为复核机关，而都察院既有权监督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又有权直接审理部分案件和参加"三法

司"会审重大疑难案件。清代与明略同，但刑部"“部权特重”。此外设理藩院负责对少数民族犯罪案件的审判。 

地方审判机关，汉与秦同，以郡守、县令为地方长官，拥有审判权。郡设决曹掾史、县设县丞作为司

法佐吏。三国两晋南北朝地方为州、郡、县三级。州刺史、郡守、县令均兼理司法。隋唐地方只设州、县

两级，刺史和县令为地方长官，并“掌察冤滞，听狱讼”[1]。州有司法参军等佐官，县有司法、司户等佐吏

协助长官处理案件。宋朝地方也设州、县两级，州设知州为长官，增设通判协理行政和司法事务，案件由

知州和通判共同审理，联名下判。属官有司法参军掌管检法议罪，司理参军负责调查审讯。县以知县为长

http://jpkc.ne.sysu.edu.cn/xsss/images/1zhg-songxt.jpg


 

 

官，兼管行政、司法。此外，在州以上设“路”为监察区，路的提点刑狱司则作为中央在地方的司法派出机

构，监督所辖州县的司法审判工作。元朝地方政权分为行省、路、府（州）、县四级。行省带有中央派出机

构的性质，其组织机构的设置与中央政府类同，设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御史台。路设总管府，以总管

为长官。府设府尹（或知府）、州设州尹（或知州）、县设县尹（或知县）。各级长官都有审判权。此外还于

各级设管事官达鲁花赤一人，有权直接鞫勘罪囚。明朝地方设省、府、县三级。省级设提刑按察使司为最

高审判机关，直接受皇帝和中央审判机关领导。府设知府一人，“掌一府之政，宣风化，平狱讼”，设推官

一人“理刑名”。县设知县一人，“掌一县之政，严缉捕，听狱讼”[2]。清朝仿效明制，地方设省、府、县（或

州）三级。省设总督或巡抚为最高行政、军事和司法长官。督抚之下设布政司（藩司）主持行政，设按察

司（皋司）专理刑狱。府设知府、县设知县为正印官，凡刑名均“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3]，然后由府审转

司。 

（二）告诉制度 

      秦汉以后至明清在告诉制度上大致相同。被害人告诉、其他知情人告诉、官吏举发、犯罪人自首，历

朝都是司法机关开始审理刑事案件的缘由。而审判机关发现犯罪直接进行纠问，则是在隋唐以后才发展起

来的。历代对当事人和其他人告诉，都规定必须向最低一级审判机关（县级）提出，对越诉者以及接受越

诉案件的官员都要给予处罚，但当事人对受理案件的审判机关的判决不服，准许逐级上诉。  

  

（三）强制措施 

      汉唐以后历朝法典都有"捕亡"或类似专篇规定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其具体强制手段有逮捕、囚禁、

追摄、勾问、保候等。《唐律》规定，只有州、县以上官府才能派将吏捕人。民冒官、低官冒高官捕人都要

受到惩罚。还规定凡重大案件人犯必须在 30 天内捕获，否则要受处罚。犯人拒捕格杀勿论；但如随便伤杀

"徒二年"。明清两代法典与唐律规定略同。关于囚禁，作为强制措施使用时，实际上相当于羁押。历朝法

律规定，不仅可以羁押被告人，也可以羁押告诉人和其他与案情有关的人员。且在案情未弄清楚之前，不

得放回告诉人。对被告人的囚禁原则是轻罪不禁、重罪才禁。《唐律》规定“杖罪以上始令禁”；《唐律》规

定“男子犯徒以上，妇女犯奸及死罪，皆应收禁”；《清律》也规定“徒犯以上，妇人犯奸，收禁。”关于追摄，

即是下海捕文书通辑罪犯。汉唐以后历朝都有"直牒"捕人的规定。关于勾问，一般是传唤不到庭时，即用

遣牌派差人拘提被告到案。唐以后历朝法典对此都有规定。关于保候，即取保候审。《唐律》规定：拷讯被

告人“拷满不承，取保放之”。有病的也可以取保。《明律》规定：无罪无招，而被牵连到案者应取保候审。

《清律》规定：囚人重病，笞罪以下，均可取保。 

 

注释：  

[1]见《唐书·百官志》。 

[2]见《明史·职官志》。 

[3]见《清史稿·刑法志》。 

 4.证据制度。 

    从汉魏至是清，所有封建法典都对证据作了专门规定。从种类看，有证人证言、物证和勘验检查笔录、

书证、被告人供述等。关于证人证言，汉以后仍很重视它在诉讼中的证明作用，但在取证手段和运用上较

秦以前有所不同。汉唐法律都规定对证人可以拷讯，[1]作伪证要负刑事责任。[2]《唐律》还规定，在仅依

靠证人证言定案的情况下，须“据众证定罪”，即必须“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告其罪”，但“若三人证实，三

人证虚”，虚实之证等，只能视为疑狱。明清法律也有类似规定。此外，历朝法律都规定属“亲亲相隐”者可

不作证，“老幼笃疾”者不得作证。关于物证，汉唐以后更加重视。《唐律》对物证的作用作了明确肯定：“若

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唐以后历朝法律继承了唐律这一规定的精神。在勘验检查

方面，汉唐以后有重大发展，到宋代，勘验法规臻于完善，南宋孝宗颁发的《检验格目》，南宋宁宗颁发的

《检验正背人形图》，均属专门的勘验法规。宋慈所著《洗冤集录》则是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总结了宋代勘

验检查的经验与成就，反映了当时刑事诉讼中运用勘验检查方法查明案件事实已达到很高水平。元、明、



 

 

清将勘验检查正式入律，元称“检尸法式”，明称“尸格”、“尸图”，清代定为“验尸图格”，颁行各省，并对勘

检程序、方法、要求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关于书证，在整个封建诉讼中都是广泛使用的证据之一。至于原

告供辞，法官一般是将其视为原告一方提出的事实主张，不当证据看待；如果是所告不实，原告要负“诬告

反坐”的责任。而被告口供，历代都作为定案的重要依据。一般没有被告招供不能定罪；被告招供的，其他

证据即使欠缺也可定案。明显表现出口供主义特征。当然，如上所述，即使被告不招供，但其他证据足以

证明其罪，也可以定案。 

    5.庭审制度。 

    (1) 审判组织 

    汉以后历代审理刑事案件，一般由一个法官独任审判，少数重大案件则由若干法官会同审判。这是沿

袭西周的传统。但会审作为一种制度，始于唐朝的三司推事(即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共同组成法庭审理大

案、疑案)。明朝重大案件除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外，厂、卫也要参加会审。特别重大案件由九

卿会审。清朝沿袭明制。 

    (2) 回避制度 

    唐以前没有法官回避制度。《唐六典·刑部》规定：“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这是

法官回避制度的最早规定。宋朝规定回避的范围更广，包括姻亲、受业师和直接上级都要回避。元朝规定

该回避不回避要受处罚。明、清与元代略同。 

    (3) 庭审程序 

    在庭审程序上，汉以后与秦以前已有很大不同。秦以前受审双方“皆对坐”，汉以后“对讯”双方都要跪着。

曹魏时规定，审判案件，原告必须到庭，[3]一般不允许"命夫命妇"派其部属代理诉讼。[4]开庭时先审原告，

问清情况后，放起原告，再审被告，被告不服，则审证人。若证人证明了原告的指控而与被告所说不同，

可唤原、被告与证人对质，法官察颜观色，察听词情，据以判断，如有支吾而不说真情者，用笞决勘，如

不服，用杖决勘，仔细磨问，求其实情。[5]对于刑讯，汉以后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到唐代基本定型。 

    (4) 判决与上诉、申诉 

    案件的判决，一般是由参加审理的官吏初步决断，然后交长官审议定判。判决要向罪犯宣读并将其内

容告知罪犯家属，谓之“读鞫”。这一制度汉代已成定制，唐、宋、明、清各代法律都有类似规定。 

    汉代沿袭秦时的上诉("乞鞫")制度，允许当事人或其他人对判决不服要求再审一次。魏时废除此制。唐

律禁止罪犯家属乞鞫，但允许罪犯申诉，只要罪犯不服判决而提出申辩，就进行重审。宋、明、清的法律

均准许犯人及其家属上诉。 

    6.执行程序。 

    汉以后，刑事执行制度逐渐完善。一般是笞、杖刑由原审判机关执行；徒、流刑由府、州、县审判机

关决定，交专门机关执行；死刑由特定机关监督执行。《魏书·刑罚志》载：魏世祖定制，凡死刑“皆呈帝亲

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隋朝定为三复奏。唐代规定，决死刑在

京师五复奏，在诸州三复奏，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案件一复奏。唐以后，复奏次数虽有变更，但

均实行死刑复奏制度。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封建刑事诉讼法制是随着社会进步始终向前发展的。其完善程度和先进性，在公

元 15 世纪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封建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任何神权色彩，

神判的痕迹也已基本清除。 

 

注释：   

   [1]见《汉书·杜周传》、《后汉书·戴就传》、《唐律·斗讼》。 

   [2]见居延汉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案卷记载，东汉已有伪证罪。《唐律·诈伪》、《明律·刑律·断

狱》均规定“伪证反坐其罪”。 

   [3]见《魏书·高柔传》。 

   [4]西周到秦皆此制。 



 

 

   [5]参见《唐律·断狱》“讯囚察辞理”条、《明会典》。 


